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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在财政分权制度约束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探究财政汲取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利用 2007-2017 年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所得结果能够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催

生的经济增长竞争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盲目的规模扩张对地方政府行为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导致财政汲取能力提

高并不必然促进本地公共服务供给，且这种负面效应会向周边地区溢出;不同区域受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影响的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东、中部地区在消极影响下仍然具备足够的财政汲取能力推动区域内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而西

部和东北地区财政汲取能力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被其他生产性投资挤占，未能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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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增进民生福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财政对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区域经济发展长期不均衡，导致公共服务供

需依然不匹配，地区间差距较大、城乡间矛盾突出，百姓就医难、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2020年初 COVID-19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更暴露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诸多短板，民生现实需求对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公共服务供给是

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但现实中政府责任的落实取决于财力保障和政府意愿[1]。关于前者，财政汲取能力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基础

与支撑;关于后者，政府行为会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分权制度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经济自主权，但“自上而下”分权潜在的政

治激励使地方政府更加偏好生产性投资以完成地区经济增长等考核指标[2]，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集聚带来的资源负荷加大了政府

支出压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地方财政汲取能力

强是否必然推动当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如若不然，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明晰这些关系对优化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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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供给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从政府行为逻辑出发，财政分

权制度特性(傅勇，2010)[3]为理解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状况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分权水平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并非产生绝对的抑制作用，二者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Grisorio & Prota,2015[4];储德银等，2018[5])。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政府支

出责任，政府收入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约束同样不可忽视。辛方坤(2014)[1]发现我国东、中、西部财政配置能力的差异造成了区域

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异质性。杨光(2015)[6]指出省际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地方财政能力正相关。

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配套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实现的关键。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具有

积极作用(王伟同，2009)[7]，城镇化建设促进了人口等要素集中，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成本有效降低，从而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产生正效应(豆建民、刘欣，2011)
[8]
。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受资源禀

赋制约，过快的城镇化进程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剧增(Barney & Cohen,2006)[9]，加之我国的城镇化具有一定“行政”推

力，过高的城镇化水平易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出现缺口，进而拉低了城镇化建设质量(蔡秀云等，2012)[10]。 

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厘清地方政府行为动机及各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大多文献仅聚焦单一

视角进行分析，未考虑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此外，衡量公共服务供给时多从教育、文化等特定领域切入，无法排除政策引导下

“偏向性”财政支出产生的影响，降低了对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整体状况的解释效力。本文将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财政分权、城

镇化与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究内在逻辑关系，同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期结论能为相关研究提

供一些新思路。 

二、机制讨论与研究假设 

财政汲取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府间关系咨询委员会(ACIR)在阐释财政能力时提出，ACIR 将汲取财力视为财政能力的

基本内容之一，但当时两者概念上的区分度不高。随着研究的深入，财政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的边界逐渐清晰，财政汲取能力

强调匹配支出需求的收入能力(Timothy 和 Torsten)[11]、是财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范畴界定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国

内则由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12]首次明确定义，他们认为财政汲取能力作为财政能力的核心，是国家汲取并运用社会经济资源

的能力。结合政府汲取资源的根本目的和参与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本文将其内涵具体表述为:政府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

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运用社会经济资源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生产者投入要素进行生产是为了极大化己方利润，即在成本约束下实现产量最大化(市场价格既定时)，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方，虽然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这种特殊“产品”，但支出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成本制约。公共服务供

给成本受地理位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假如短期内各地公共服务供给成本不易快速变动，

政府财政收入越充沛，成本约束力则越弱。理论上，财政汲取能力较高意味着政府能够取得的财政收入更多，可用于提供公共

服务的资金就更充足，故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更能得到保证。实践中，政府行为并非发生在假设完备的理论经济环境中，

城镇化和财政分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促进效应。由于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二者并不直接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作用，而是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影响政府行为间接调节财政汲取

能力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 

财政分权的调节机制。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分权的必要性给出了合理的解释。Hayek 阐明，相较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了

解辖区内居民的真实需求与偏好，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此

外，Tiebout的地方政府模型证明，在要素被允许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居民以其他辖区作为参照评价本地政府，流动人口“以脚

投票”会促使地方政府产生竞争意识，倒逼当地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关注到政府行为协调的复杂性，提出在约束机制不完善时，官员很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以实现个人利益。我国财政分权体制

下，政治权力和税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经济权力向地方政府分散，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财政收入和支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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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的时滞和错位往往造成巨大的收支缺口，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降低了财政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支撑力

的持续性。再加上“用脚投票”机制在我国没有实际约束力，地方政府取得的财政收入有时为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投向基础设施

建设或其他生产领域，反而“挤出”了公共服务支出。 

城镇化的调节机制。城镇化表现为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该进程中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不仅驱动当地

经济发展并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且人口密度增大为公共服务边际成本降低和“正外部性”影响范围扩大提供了助益，有

效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一方面存在“口径城镇化”问题 1，一些地区盲目追求城镇规模扩张，

却不重视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被城镇化”现象严重，即大量流动人口由于户籍限制，享受公共服

务的权利受阻。快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不仅要求公共服务增量供给，还挤占了有限的现有服务资源，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过

于沉重，公共服务供给动力不足。基于此，中央适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部署，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与核心任务，明确的目标导向旨在促进地方政府加大投入以修正传统城镇化

与配套公共服务长期脱节的问题。但新型城镇化建设自 2014年试点开始，至今仍处于稳步深化阶段，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效

应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种种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 

 

图 1逻辑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政分权负向调节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即财政分权体制会抑制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

供给的支撑效应。 

H2:城镇化负向调节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即城镇化建设缺乏合理规划，当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增强

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并不随之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公共服务供给(Ces)。由于不同地区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存在差异，直接用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反映地方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并不可行，一些文献采用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来判断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这种处理方法一方面对“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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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混淆了其与“均等”的差异，“均等化”旨在促进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平等，而非公共服务或

财政支出对每个人的绝对平均[13];另一方面没有全面把握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形成的原因，人均财力水平不等于公共服务水

平，各地公共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不一，同样的支出水平却无法保证同样的服务水平。因此，采用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衡量地方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更为合理。 

目前研究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常用方法有传统三阶段 DEA[14]和 Bootstrapped-DEA[15]，但上述方法所得结果中，常有不止一

个 DMU(Decision making unit)被评价为有效的情况发生，尤其在投入和产出指标较多的时候，易出现多个效率值相同的有效

DMU，无法对这些有效DMU 作进一步区分。因此本文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16]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量，该模型的最大优

势在于非径向非角度，即投入和产出无量纲，不会对效率值的测算产生影响，同时效率值会随着投入和产出的松弛程度变化而

递减，能够有效克服径向和角度选择导致的测量偏差。结合我国“十三五”时期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本文从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和文化体育传媒六个方面综合测度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体投

入产出指标见下表 1: 

表 1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人均教育支出（元）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元）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元） 

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元） 

人均基础设施支出（元） 

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元） 

产出指标 

教育 

小学升学率（％） 

初中升学率（％） 

文盲率（％） 

医疗卫生 

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张/千人） 

每千人拥有的医生人数（人/千人） 

每千人福利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社会保障和就业 
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节能环保 城区绿化覆盖面积（平方米） 

基础设施 

人均生活用水量（吨） 

互联网覆盖率（％） 

人均城市道路里程（公里） 

文化、体育与传媒 

有线电视覆盖率（％） 

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量（册） 

广播人口覆盖率（％） 

 

注:人均基础设施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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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Fin)。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测度应摆脱以财政收入总量进行衡量的单一模式，在考虑财政

汲取规模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汲取质量和汲取努力程度的考量，用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指数综合反映，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客观。

本文借鉴并适度拓展贾智莲
[17]
对财政汲取能力的评价框架，构建出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其中，汲取规模不

仅涵盖地方财政总收入、人均财政收入等绝对量指标，还加入了财政收入增长率、本级财政收入在地方和全国财政总收入中占

比等相对量指标;汲取质量主要侧重于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近年来，各地非税收入比重迅速提升，尤其是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

政收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但从可持续性来看，税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基石，此外，行政事业收费和罚没收入虽然也

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却有损当地营商环境的改善，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因此作为负向指标纳

入;汲取努力程度意在考察财政收入获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一般情况下，越积极的政府，其财政汲取能力越高。在合成

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指数时，为避免主观性和量纲问题的干扰，以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表 2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评价指标及权重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指标方向 

地方政府财政汲

取能力 

汲取规模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0.0318 + 

本级人均财政收入（元） 0.1913 + 

地方财政总收入（亿元） 0.1240 + 

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0.1250 + 

本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0.1197 + 

汲取质量 

税收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0.0190 + 

土地出让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0.1449 + 

营业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0.0449 + 

行政事业收费、罚没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比重（％） 0.0181 - 

汲取努力程度 实际财政收入值/财政收入估计值（％） 0.1813 + 

 

注:财政收入预估值是以财政收入为因变量、GDP 为自变量，通过回归所得的拟合值。营业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比重缺失

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调节变量一:财政分权程度(Fiscal)。现有文献在描述财政分权程度时多用“收入指标”、“支出指标”和“自主度指标”，

收入和支出指标以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自主度主要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自有收入的

支撑强度，如果自有收入占比较高，则地方政府在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上将拥有更高的自主决策权。陈硕、黄琳(2012)
[18]
指出，

在度量单一国家内部央-地财政关系时，“自主度指标”准确性更高，由于所有省级政府面临着同一中央政府，在计算“收/支

指标”时分母只包含时间跨度，易出现偏误，而“自主度指标”的分子和分母均表现出时间与区域的双重维度变化，才能反映

出跨地区差异。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自给率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具体计算方法为: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

出。 

调节变量二:城镇化水平(Urban)。衡量城镇化水平的常用指标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二元结构体

制的特殊性导致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这两项指标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在

城市就业、居住、消费，是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源泉。因此，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反映

的城镇化水平更贴合我国城镇化的客观实际。 

控制变量:第一，根据瓦格纳法则，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市场扩张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市场参与主体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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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体现政府职能的公共财政支出随之增长，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lngdp)与公共服务供

给密切相关。第二，人口越密集的地方，边际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通常越高[19]，因此加入单位国土面

积人口(pop)
(2)
来控制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第三，转移支付具有平衡区域财政差距的作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向地方转

移支付的规模不断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选取人均中央转移支付(transfer)予以

反映。第四，产业结构升级(ind)对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发挥积极作用，本文用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 30个省级行政区(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研究期间为 2007-2017 年，

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以及各省(市、区)统

计年鉴。 

表 3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预期影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Ces  0.8924 0.2736 1.991 0.189 

Fin + 32.3451 10.2417 67.21 12.82 

Fiscal - 0.5317 0.2217 0.96 0.1327 

Urban - 0.5344 0.1246 0.901 0.2736 

lngdp + 9.4361 0.9233 11.23 6.5322 

pop + 471.22 710.24 4188.22 7.6667 

transfer + 8.1455 0.6561 10.5574 5.2711 

ind + 0.9011 0.5452 0.9966 0.70 

 

(二)空间特征分析 

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核心变量财政汲取能力的标准差比较大，而公共服务供给相对较为均衡，考虑到可能存在的

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为提升实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增强模型解释力度，本文采用 Kernel函数分析财政汲取能力与公

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异质性，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分析二者的空间相关性。 

1.空间异质性分析 

Kernel核密度估计法以数据分布曲线图的峰度、偏度和对称性反映指标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而剖析数据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动态演变过程如图 2所示，2007-2013 年我国各省(市、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值众数不断减小，核密度分布

曲线波峰宽度收窄，右拖尾态势更加明显，表明期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地域差异逐年扩大，更多省(市、区)注重提升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同时，那些不重视公共服务的地区供给效率愈发低下了;2015-2017 年曲线稍向右移，峰尖略趋平缓，各地公共服

务供给效率普遍提升，地区差异也略有缩小。 



 

 7 

 

图 2省际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核密度分布曲线 

 

图 3省际财政汲取能力核密度分布曲线 

财政汲取能力的动态演变过程如图 3 所示，其核密度曲线峰值点由左向右移动，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省际财政汲取能力

整体水平逐渐增强。但区域差距波动较为强烈，波峰宽度呈窄-宽-窄变化趋势，其中 2007-2013 年省际财政汲取能力差距略有

缩小，偏态分布由右偏逐渐对称化，各省(市、区)财政汲取能力在空间上分布更加均匀;但 2013-2017 年省际财政汲取能力又快

速极化，右拖尾现象明显，大多省(市、区)财政汲取能力普遍提升至同一水平，但那些能力强劲的地区上升幅度更大，区域不

平衡性再次显现。 

2.空间相关性分析 

莫兰指数(Moran'sI)常用于描述一定范围内各空间单元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式为: 

 

其中，样本均值 为空间单元总数，Wij为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 I的取值范围为[-1,1]，若 I大于 0，

表明各单元空间正相关，若 I小于 0，则各单元空间负相关，若 I=0，表示空间单元之间要素随机分布;I的绝对值越大，空间相

关性越强。2007-2017 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财政汲取能力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见表4)，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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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7-2017 年公共服务供给和财政汲取能力的全局莫兰指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Ces 0.336*** 0.409*** 0.347*** 0.349*** 0.514*** 0.634*** 0.510*** 0.380*** 0.230*** 0.275*** 0.273*** 

Fin 0.357*** 0.347*** 0.356*** 0∙382*** 0.352*** 0.372*** 0.374*** 0.380*** 0.375*** 0.186*** 0.16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 2017年省际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财政汲取能力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图 4-图 5所示)，可以直观看出散点主要分布在

一、三象限，呈现出 HH和 LL 集聚 2的特征，表明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现象。因此，在研究财政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时，需要考虑地理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 

 

图 4 2017年公共服务供给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图 5 2017年财政汲取能力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三)模型设定 

根据变量关系，面板模型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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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esit、Finit、Fiscalit和 Urbanit分别表示 i 省(市、区)第 t 年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财政汲取能力、财政分权程度

和城镇化水平，交乘项 Finit×Fiscalit和 Finit×Urbanit分别反映财政分权制度与城镇化发展对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公共服务供给

的调节作用，Xcontrolit 包含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各控制变量(lngdp、pop、transfer、ind)，εit 为随机扰动项。为反映存在的空

间交互影响，纳入空间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不同模型中空间效应与变量结合的位置不相同，空间滞后模型(SAR)以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形式表现内生交互效应;空间误差模型(SEM)反映误差项间的交互作用，假设某种不可观测的空间扰动因素服从空间交

互形式;空间杜宾模型(SDM)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同时反映出来。 

由 Hauseman 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利用 LM检验和 RobustLM检验对比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优劣[20]，

检验结果(见表 5)显示空间误差模型比空间滞后模型效果更好。进一步利用 LR统计量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可否简化为空间滞

后模型(SAR)或空间误差模型(SEM),LR 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见表 6)。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最终选用时空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

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见下式(3): 

 

其中，W为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n×n阶)，若两省拥有共同边界，则 wij=1，否则 wij=0，主对角线元素 w11=…=wnn=0，表示

同一区域与自身距离为 0。 

 

表 5 SAR 和 SEM 的 LM 统计量检验结果 

SAR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时空固定 

LM 0.176 0.455 0.419 

(no spatial lag) (0.638) (0.596) (0.665) 

Robust LM 

(no spatial lag) 

0.061 

(0.794) 

0.039 

(0.736) 

0.073 

(0.464) 

LM (no spatial error) 
2.66*** 

(0.000) 

2.09*** 

(0.000) 

2.255*** 

(0.000) 

Robust LM 

(no spatial error) 

5.955*** 

(0.000) 

5.908*** 

(0.001) 

5.979*** 

(0.000) 

SEM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时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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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no spatial lag) 

5.2144*** 

(0.000) 

4.5726*** 

(0.000) 

6.6836*** 

(0.000) 

Robust LM 

(no spatial lag) 

9.5278*** 

(0.000) 

10.4762** 

(0.000) 

10.6838*** 

(0.000) 

LM (no spatial error) 
82.0821*** 

(0.000) 

47.6134*** 

(0.000) 

99.571** 

(0.000) 

Robust LM 

(no spatial error) 

80.9415*** 

(0.000) 

53.275*** 

(0.000) 

111.7157*** 

(0.000) 

 

表 6 SAR 和 SEM 的 LR 统计量检验结果 

 统计量 P值 

LR(SAR) 

空间固定 81.17*** 0.000 

时间固定 172.53*** 0.000 

时空固定 78.69*** 0.000 

LR(SEM) 

空间固定 63.72*** 0.000 

时间固定 143.57*** 0.000 

时空固定 62.72***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7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Ces M1 M2 M3 M4 

Fin 
-0.004** 

(-2.81) 

-0.004* 

(-3.41) 

-0.015** 

(-2.2) 

-0.020** 

(-2.55) 

Fiscal 
-0.261*** 

(-3.71) 

-0.034*** 

(-5.08) 

-0.131* 

(-3.33) 

-1.515** 

(-2.26) 

Urban 
-0.154** 

(-2.24) 

-0.500* 

(-2.73) 

-0.139** 

(-3.21) 

-1.158*** 

(-1.6) 

Fin×Fiscal  
-0.009* 

(-2.86) 
 

-0.056*** 

(-3.13) 

Fin×Urban   
-0.014*** 

(-5.96) 

-0.079*** 

(-3.15) 

lngdp 
0.247** 

(4.51) 

0.265 

(1.58) 

0.226* 

(2.36) 

0.34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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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0.004 

(0.55) 

0.003 

(0.38) 

0.005 

(0.69) 

0.002 

(0.32) 

transfer 
0.039* 

(2.1) 

0.048 

(1.33) 

0.032 

(0.89) 

0.029*** 

(3.83) 

ind 
0.812 

(0.86) 

0.811 

(0.86) 

0.898** 

(3.95) 

1.420 

(1.52) 

W*Fin 
-0.025*** 

(-2.85) 

-0.052** 

(-2.42) 

-0.023 

(-0.84) 

-0.019* 

(-3.72) 

W*Fiscal 
-1.301** 

(-2.48) 

-0.580*** 

(-4.58) 

-1.379 

(-1.53) 

-1.630 

(-1.2) 

W*Urban 
-0.622** 

(-3.5) 

-1.649** 

(-2.17) 

-0.288 

(-0.22) 

-2.317 

(-1.55) 

W*Fin×Fiscal  
-0.031* 

(-3.36) 
 

-0.109*** 

(-2.86) 

W*Fin×Urban   
-0.003** 

(-3.08) 

-0.123** 

(-2.34) 

W*lngdp 
0.416 

(1.21) 

0.563 

(1.56) 

0.419** 

(3.2) 

0.730** 

(2.05) 

W*pop 
-0.021 

(-1.27) 

-0.023* 

(-2.4) 

-0.021 

(-1.29) 

-0.024 

(-1.5) 

W*transfer 
0.249*** 

(2.96) 

0.274*** 

(3.2) 

0.239*** 

(2.78) 

0.233*** 

(2.77) 

WKind 
-2.507** 

(-2.1) 

-2.033 

(-0.88) 

-2.552 

(-1.08) 

-3.313 

(-1.44) 

R-sq 0.5829 0.5845 0.5253 0.5114 

LogL 178.8403 180.1273 179.3090 187.3835 

Sigma
2
 

0.220*** 

(12.71) 

0.178*** 

(12.81) 

0.153*** 

(12.82) 

0.169*** 

(12.73) 

ρ 
0.560** 

(3.77) 

0.540** 

(3.51) 

0.566*** 

(4.83) 

0.514* 

(2.7)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 4 是本文设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式 3)，模型 1、2、3 分别为不加入交乘项及只加入一个交

乘项的结果，经对比，各变量回归系数未发生太大改变，但M4整体显著性更好，证明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同时发挥调节作用，两

个交乘项同时纳入模型是合理的。解释变量财政汲取能力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在财政分权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地方财政

汲取能力的提升未能促进区域内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增加。财政分权与城镇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十分明显，二者与财政汲取能力

的交乘项系数均小于 0，且显著性很强(假设H1、H2成立)。财政分权制度下，经济增长目标导向对政府行为影响较深，基础设施

建设与其他生产性投资活动挤占了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城镇规模过快扩张使地方政府急需跟进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更无暇顾及其他社会发展问题，且传统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新型城镇化实施时间不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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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作用发挥有限。此外，财政汲取能力及两个交乘项的空间滞后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这种负向调节效应还具有较强的空间

溢出性，邻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毗连、语言文化相通、资源禀赋类似等原因，其空间联动性比较明显，同时，区域间“GDP”竞

争也更加激烈，地方政府越容易忽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而那些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口又倾向于流向临近地区寻求机

会，进而加重相邻地区政府的供给压力，城镇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消极影响由此扩散。 

控制变量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中央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单位国土面积人口和产

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不显著，也未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强劲的地

区更重视公共服务投入，且区域内经济发展对临近地区具有明显的辐射效应;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粘蝇纸”效应促使转移支付的财政资源更多被用于公共服务部门。四个模型中空间自相关系数ρ的估计值均为正且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空间因素的重要性，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周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的提高会对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形成正面“示范”效应。 

进一步将 M4中各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21]，分别表示某因素对

本地区、本地区以外区域、所有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影响。Elhorst[22]指出利用点估计来判断空间回归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

可能会存在误差，常用解决办法是对模型中的变量求偏微分，以得到空间溢出效应的数值。分解结果如表 8 所示，财政分权和

城镇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对本地和其他地区均造成了影响。 

表 8各因素影响效应分解结果下载原表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Fin 
-0.019** 

(-2.48) 

-0.020 

(-0.74) 

-0.039* 

(-2.03) 

Fiscal 
-1.579** 

(-2.42) 

-1.797** 

(-1.24) 

-3.376** 

(-2.04) 

Urban 
-1.194* 

(-1.7) 

-2.446* 

(-1.65) 

-3.640** 

(-2.08) 

Fin×Fiscal 
-0.058*** 

(-3.23) 

-0.113*** 

(-2.77) 

-0.171*** 

(-3.76) 

Fin×Urban 
-0.081*** 

(-3.09) 

-0.125** 

(-2.28) 

-0.206*** 

(-3.3) 

lngdp 
0.349** 

(2.15) 

0.769** 

(2.17) 

1.118*** 

(2.79) 

pop 
0.002 

(0.27) 

-0.025 

(-1.45) 

-0.023 

(-1.17) 

transfer 
0.031 

(0.95) 

0.227** 

(2.55) 

0.258** 

(2.59) 

ind 
1.489** 

(2.59) 

-3.371 

(-1.36) 

-1.882* 

(-1.6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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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利用各省(市、区)地理距离平方的倒数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地理距

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形式如下: 

 

式(4)中 dij表示省会 i和省会 j之间的球面距离，空间地理第一定律表明城市之间距离越近，其联系越密切，本文用地理距

离空间权重矩阵替换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可以补充考察距离接近但不相邻的省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

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在时空固定效应下，除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滞后项以及财政汲取能力与城镇化交乘项的空间滞后

项失去显著性以外，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估计值总体方向未发生变化，模型实证结果具有稳健

性，出现两项空间滞后项不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为寻求公共服务而向外地流动的人口主要倾向于选择相邻地区，因此对距离

较远的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2.基于不同财政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央-地层面的“收入指标”和“支出指标”不适用于测算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如果将财政收支

权责分配的视角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移至省级政府-省级以下政府之间，以省内分权程度来区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差异是可行

的，一方面，省级以下政府是地方事务的实际执行者，省内分权对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作用与央-地分权的效

应不相违背，另一方面，不同省份在固定年份的省域财政收支是不同的，在计算“收/支指标”的过程中分子、分母均存在跨时

间和跨地区的变化，能够体现出截面差异。借鉴杨良松(2015)[23]对中国省内财政分权的度量方法构建收入指标(fiscalrev)与支出

指标(fiscalexp)，计算方法如下: 

fiscalrev=地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fiscalexp=地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分区域异质性检验 

将样本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 3 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在财政分权和城镇化的负向调节下，地方财政汲取

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中部地区受财政分权和城镇化负面影响较小，财政汲取能力提升足够

推动区域内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一方面，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多元化的财政汲取模式提供了充足

的财力保障，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相对较轻，政府行为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在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之余，公共服务支出的能

力较强，财政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支撑作用得以释放;另一方面，东、中部人口密度较高，城镇化发展更为成熟，规

模效应已经形成，能够有效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意愿更高，因此更注重向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资金以增

强区域软实力。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改革滞后限制，财政收入渠道单一，可支配财政收入有限，政府依然

倾向于优先拉动经济增长，且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仍然过于追求空间城镇化带来的短时经济效益，对社会发展效益的

重视度不够，使得城镇化建设质量大打折扣。此外，分区域后东北和西部地区样本量过小，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了影响，使得

显著性受损，但总体方向未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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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否主要受制于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汲取能力高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一定高吗?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在

财政汲取能力支撑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通过理论机制探讨和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

中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潜在的政治激励使地方政府更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财政支

出更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生产性领域，对公共服务的投入相对匮乏，导致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提高却未能促进公共服务供给，

这种消极影响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性。第二，各地在推动城镇化发展时过于追求城市空间规模扩张和城镇人口比重提升，配

套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城镇化进程，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重、供给意愿不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导向对

这些负面问题的修正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短期内大规模人口集聚不仅降低了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其抑制性还向周边

区域扩散。第三，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财政汲取能力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程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

中部地区，其灵活的财政汲取模式能够为优化公共服务提供支撑，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受经济基础薄弱和体制改革滞后的限制，

财政汲取能力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却并未投入公共服务领域。 

本文充分考虑变量间的作用关系和空间上的相关性与异质性，研究框架上，将财政分权和城镇化纳入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与

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中;研究方法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过程中在全样本分析后，还划分区域检验了地区差

异。此外，测度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时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和

文体传媒六个方面综合考量，衡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时未选取财政收入规模单一指标，加入汲取质量和汲取努力程度扩充了地

方财政汲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使研究结果更加合理、准确，结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未来，我国应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

城镇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科学设计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保证财政支出紧密

对接民之所需，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增进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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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由于就地变更，部分农业人口户籍随之更换，被纳入城镇人口计算，但其他与城镇化相关的进步并未明显改变。 

2 此处采用人均实际 GDP 值，以 2007 年为基期利用 CPI 进行平减，为消除量纲差异和解决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平减后的

数据作对数处理。 

3单位国土面积人口=本省当年人口总数/本省国土面积 

4集聚类型主要分为4种:(1)高值区域和高值区域集聚(HH);(2)低值区域和高值区域集聚(LH);(3)低值区域和低值区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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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4)高值区域和低值区域集聚(HL)。HH 和 LL处于一、三象限，表明空间正相关;LH 和 HL处于二、四象限表明空间负相关。 

5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其余属于西部地区。 


